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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
朱渊清

　 　 ２０１２年，我和朋友们编了《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２０１７年 ４月，我曾为

这套书写了一个长序。现在这套书终于要出了，我想简单地说一下编辑这

套书的一些想法。

研究各种不同学术领域，都要去追溯相关的学术史研究，学术史就存

在于人们为发展、创新学科而作的知识的回顾和反思中。我个人理解的学

术史，还不是证明通向今天的知识权力之路：不宣示正统、不标榜权威，而

是探寻过去曾经出现却未能被承习的那些学术实践和学术思想，它们就好

比知识之路上的一个个潜在指向另外通路的标识。我们发掘某一个时代

文化的知识地层，发现找到这些潜在的标识，重新思考它们的可能性和意

义。正是这种清冷的工作，今天的知识之路因此才得以拓宽，今天的学术

因此才更具有反思理性的价值。学术史，在我看来也可以说就是重新梳理

知识谱系的工作。本书是关于民国学术史的，作者是文科各学科的专业研

究者，他们将各自对本学科的学术史反思书写出来，对于今天有特别的

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柯的《癫狂与文

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中文缩简译本），①石破天惊般的震撼，一读再读，

为福柯的历史思想所深深吸引。之后读了更多福柯的东西，特别受益于《知

识考古学》。② 福柯用考古学的地层学思想来考察知识与思想史，指出历史

１

①

②

福柯：《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



是断裂的而不是延续的。这引导我走上研究历史之路，并且着迷于思想与

知识史研究。福柯晚年以“知识—权力—身体”三角关系作谱系学分析，用

知识谱系学代替自己早年的知识考古学。用这种谱系学分析方法，福柯写

出了《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福柯的谱系学考察产生知识的真理体制

和求真意志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诞生的。相比早年的知识

考古学，福柯放弃了对“深层意义”和“本质”的追问，而关注“表层”，寻找时

间的细节、微小转换和细致轮廓的外现，用福柯自己的话：“谱系学是灰色

的，注意细节的。……谱系学要求耐心和对话细节的知识与广泛的原材料

的积累。”福柯以此谱系学反对黑格尔似的绝对理念展开的历史，在他看来，

历史并非存在终极目的，历史并非普遍理性的进步史。福柯反对根据现在

写过去的历史，反对决定论，他是要书写“问题化的历史”。福柯对历史呈现

在表面的花纹作细节的梳理和谱系解读，在历史面前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是

特别值得肯定的、打破决定论迷信的科学研究方法。我将这三本书称为《民

国学术的知识谱系》，是向福柯致敬，我们同样试图书写“问题化的历史”，发

掘新材料，用细节来展开思考。

感受真实外物是知识的来源。很多年前去卡纳维拉尔角宇航中心，展

柜里有一块美国宇航员从月亮上捡回来的石头，展柜上开一个可以伸入一

只手的圆孔，这是专门用来给人们触摸感受的。美国和欧洲的城市，有专门

出售化石的商店，旅游景点上小摊贩出售各种化石和化石制品更是随处可

见。小孩子购求收藏古巨鲨、剑齿虎的牙齿化石，恐龙的爪和骨化石，从小

爱好亲近这些东西，对探索古生物学、矿石学的知识，有着无比的帮助。说

到考古学，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在弗吉尼亚自己的田地里发掘，第一次把

一座土墩墓横切出了一条探沟或剖面，从而开创了现代考古学。可惜在知

识来源的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留给我们的很多是全然直觉的神秘通

见，拒斥所有的闻见之知，甚至不依靠任何符号，而可以直接深入事物内部，

与事物融合为一。老子“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孟子接受并发挥

了老子的这个思想，认为心是思的器官，只有心才能思；耳、目如果去接受外

物，只能受到外物的诱引而妨碍心思。“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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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①孟子还强调“志”对

“气”的指导，使气运行身体内受到“义”的养育而至大至刚，成为充塞宇宙的

浩然之气，然后就可以“内圣外王”了。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在本文化里如何

去做“人”，绝少鼓励，甚至是禁绝对外物知识的探索。

东汉“学问开始带有校勘学、考古学的性质。它已不单纯是思想的产

物，而变成了附有历史内容的学问”②。魏晋个人觉醒，一些最优秀的学者直

面自然追求真知。虽然陆玑、郭璞还是以为经作注的传统形式在作品中植

入自己探索的新知，但是他们的发现真是了不起。张华第一次记述了石油

及其特性，郭璞详细描述了大熊猫、白鳍豚。③ 可惜这样的学问和做学问的

方法，传统社会中少有传承。魏晋时期陆玑、张华、郭璞等人的知识之所以

可贵，是因为他们面向自然、面向真实外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最早指出西

方早期博物学中存在一次与数理科学革命内在关联的认识型转换，但魏晋

博物学并未在中国引发可以导致科学革命的认知。

明清一些模仿《博物志》的著作，比如明董斯张的《广博物志》，是神话、

传奇、故事、器物等等分类抄录的类似类书的“杂烩”，其知识的兴趣在于广

记异闻，而完全不在于探索、发现和不断地批评求真。我猜测董斯张的这部

容纳宇宙万物知识的庞大著作，有可能就是博尔赫斯所说的某种中国百科

全书，并且就此成为福柯《词与物》的“前言”开始讨论的对象。当然，也可能

是《太平御览》。

福柯说他写《词与物》，是受博尔赫斯的启发，博尔赫斯曾引述过“某种

中国百科全书”中出现的对动物的如下分类：（ａ）属于皇帝的动物；（ｂ）散

发香气的动物；（ｃ）驯服的动物；（ｄ）乳猪；（ｅ）美人鱼；（ｆ）臆想的动物；

（ｇ）自由的狗；（ｈ）包括在此分类中的动物；（ｉ）像疯子般激动的动物；

（ｊ）不可胜数的动物；（ｋ）用很细的驼毛笔画的动物；（ｌ）其他动物；（ｍ）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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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孟子·告子上》。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２７１页。
朱渊清：《魏晋博物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 ５期。



刚弄碎了罐子的动物；（ｎ）远看像苍蝇的动物。① 福柯说：“在这个令人惊奇

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界限，即我们完

全不可能那样去思考。”②“那么，不可能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

涉及的是哪种不可能性呢？这些奇异标题中的每一个我们都可以给予确切

的意义和可表明的内容；某些标题确实包含稀奇古怪的生物：传说中的动物

或鳗螈，但是，恰恰是因为把那些东西置入它们各自的位置之内，这部中国

百科全书才能定位它的传染力；它谨小慎微地把十分真实的动物（那些发疯

的动物，或刚打破水罐的动物）与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动物区分开来

了。”③福柯意识到：“侵越任何想象和任何可能思想的，仅仅是把所有这些其

他范畴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英文字母系列（ａ、ｂ、ｃ、ｄ）。”④福柯清楚地认识

到古代中国有一个包容宇宙万物的，并且被固定分类所预先规范的知识认

知体系。这就是绝大多数唐宋类书所代表的，以天、地、人、事、物、鬼、神无限

展开的知识分类体系（《太平御览》有更复杂的 ５５部分类体系）。用预先固

定的分类体系来表示宇宙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举代数

学为例。中国以算法为中心的筹算制度，未能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筹

算数学发展到十三世纪已经到达极限，再向前发展必须向符号代数转化。

元初，朱世杰（１３０３）用天、地、人、物来表示四个未知数，其系数分别放在

“太”的下方、左方、右方和上方。上、下、左、右四个方位，只能放四个未知

数。如果有五个未知数，就无法安排，推广到 ｎ个更不可能。突破筹算限制

向符号代数转化没有完成，中国数学就此出现三个世纪的中断。⑤ 其实，用

天、地、人、物表示未知数，已经有了引入符号的特征，可惜这套符号带“场”

出现，表示的是文化的宇宙观秩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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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 １页。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 １页。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 １页。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 ２页。
梁宗巨：《从数学史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

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中国古代知识的分类体系起源于“小学”《尔雅》，这是孔子及其学生为

解释《诗》、《书》、《礼》、《易》、《春秋》语词含义而开始编辑的词典。中国古

代的知识是以经部为核心的。“经”是规训的知识。所谓六艺，说明了“经”

的来源。春秋末，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他整理

的书籍课徒。《隋书·经籍志》说人何以为人的六教。春秋后期，略早于孔

子，齐国的五官技和楚国的九门学也都是规训的知识。① 古籍四部分类中，

经部之外的其他部都是经部的扩充和修饰。

中国古代传统知识是规训型知识。规训型知识是老辈人形塑、教化、

规范小辈人，教育他们“其何以为人”、如何做人的知识。这种以人的规范

教育为目的的知识系统，忽视自然界、忽视实物、忽视人自身的各种技术发

明和创造。我以探索型知识与规训型知识对应。探索型知识是直接面对

自然界、积极认知真实外物、积极创造与发明各种技术，通过批评质疑而不

断求真的开放的知识认知系统。中国历史上，在万千科举状元进士之外，

还是有张华、郭璞、沈括、宋应星、徐霞客这些传统文化的异类。不管如何，

人类知识在社会中保存传承，却只能创造发明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的大

脑中。

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因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传入，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

民国初年，旧的知识体系终于瓦解，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大

量西方的科学知识，以及分析思维的方式，是由罗振玉、王国维、丁文江、胡

适、傅斯年他们接受、引介进入中国，他们成为民国新学术的引导者。罗振

玉和傅斯年之间的争论，其实是关于学术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傅斯

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非常运气的是殷墟发掘震惊世界，

科学的考古学在国家主义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罗振玉贡献了殷墟在安阳

小屯的准确地理位置。罗振玉从二十世纪初发现甲骨始就以个人之力全力

搜求研究，对甲骨卜辞的年代、卜法也有开创性研究，他的指导及其收藏品

还帮助王国维作出了商代世系的重要研究。但是罗振玉的“器物学”（包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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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渊清：《五官技和九门学》，《知识的考古》，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６１—６４页。



艺术史）在中国却很难发展起来。这背后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原因。在

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器物学和艺术史的发

展了。

器物学和艺术史的发展需要物产权的法律保障。意大利美第齐家族的

文物和艺术品鉴赏和收藏活动，与银行业乃至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

关系。古代中国的墨子和孟子奠定了中国的乌托邦政治思想：老有所养、幼

有所依、死丧有埋葬。乌托邦政治思想中没有“产权”概念，此后两千多年的

中华帝国历史，从来就没有对产权的初始界定和重新安排以选择节约交易

费用、提高经济效益的契约的法律制度。孟子和梁惠王谈与民偕乐，说到用

民众之力造灵台、灵沼，与民共赏鸿雁麋鹿，前提还是洿池山林都属于王所

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以及土地埋藏和生长物的所有权从来不在民

众手里。孟子要求“明君”“制民之产”，所以他的“有恒产”之说①我总感觉

不可靠。当然，我赞同孟子有自由经济思想。②

罗王之学，是要从文献走向实物真实。王正华关于罗振玉的收藏的研

究引人深思，完全渊源于个人兴趣的个人知识，在现代考古学的初起之时发

挥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最近读到类似的一个关于吴大澂收藏的研究。③

从吴大澂到罗王是中国传统古器物学的延续，但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

的一个转折。就我自己来看，罗振玉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还远不止于

王正华所写。我本人曾写了一篇 ７万字的长文《王国维的困局》，因为体例

和篇幅等原因，此次没有收入，有点遗憾。徐坚关于李家楼、洛阳金村出土

文物及其搜集整理的研究，是他寻找的“潜流”。汪涛、陈星灿、方辉的几篇

关于中国考古学初起时的文章，利用非常难得的档案材料告诉我们一些不

可忽略的关键细节，也提醒我们更全面更审慎地评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现

代学术的作用和影响。相比之下，我关于劳费尔的《中国古玉》只是一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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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孟子·梁惠王上》。

侯家驹：《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３年，第 ６３—１５８页。
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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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笔记，出现在书中仅仅为弥补劳费尔这位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在中

国少人问津的遗憾，到目前为止，他两百多种作品中仅有《中国伊朗编》和

《中国篮子》①被翻译成中文。

我本人写了朱希祖史学的文章。朱希祖是近现代学术史上几乎完全

被遗忘的重要学者，他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学科课

程体系的最早设计者，对国史编纂、档案整理、地方史志、文物调查都作出

了重要贡献。他的历史研究，从先秦一直到太平天国乃至民国初年，范围

广涉历史研究的几乎所有分支学科。朱希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

《汲冢书考》迄今为止还是中国史学史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成果。翟志成现

在的胡适与钱穆的论文，是遵从翟先生最近的意见。７ 年前，我向翟先生

求要的另一篇论文不能收入，我感到遗憾。那篇论文是关于胡适和冯友兰

两本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显然就哲学史言，冯书超越了胡著。胡适是最宽

容大度的人，然而在对待冯这个超越自己工作的成绩时，他的表现并不能

坦然。徐雁平的文章与这套书的整体风格似略有不同，但中国文学史是中

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雁平兄利用族谱作的家族史研究很富

特色。

赖德霖贡献了两篇关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论文。德霖兄是清华大

学学建筑的工学博士，又是芝加哥大学的艺术史博士，由建筑设计师来写

的建筑史是很可珍视的。李军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时间跨度上已经超过

了民国。李文对沈从文的思想的解读富有激情和启发性。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后期，“可以不说，不能胡说”的沈从文放弃文学，从事器物学研

究。中国现代古器物学的建立，与一个仅仅接受过小学文化教育的文学

家紧紧相连，这是我执意收入军兄文章的原因。我大学的启蒙老师程应

镠先生可以说是沈从文晚年唯一的朋友。程先生上课经常说到沈从文，

说他闭着眼睛摸一下瓷碗的底就知道是什么年代的，我当时听得一愣一

愣。沈从文先生后半生的大部分日子不好过，但他以个人之力，几乎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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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特霍尔德·劳佛尔著，叶胜男、郑晨译：《中国篮子》，西泠印社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建了现代中国的古器物学学科。

《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分“历史学”、“考古学”、“器物学与艺术史”三

个部分。当然这些仅仅是民国人文学术的一部分。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２１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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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罗振玉的收藏与出版：“器物”、
“器物学”在民国初年的成立*

①

王正华

引　 　 言

　 　 罗振玉（１８６６—１９４０）不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收藏家、出版人、艺
品商，也是个集教育与农业改革者、前清遗老及伪满洲国官员等身份于一身

的人物。研究者近年来对其多采多姿的一生，以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扮

演的多样且充满矛盾的角色，有了更丰富的认识。① 晚清时期，他因倡议新

学有功，而为张之洞等清末大员及清政府重用；当时代的巨轮一转，１９１１年

政治鼎革之际，他仿佛在一夜之间从晚清时声誉卓著的改革提倡者，一变而

１

①

①

* 　本研究获得“台湾科学委员会”年度计划的资助，谨申谢意，并感谢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
于笔者赴日研究期间慷慨的协助。本文初稿曾发表于 ２００８年 ８月由 Ｎｉｘｉ Ｃｕｒａ及杨佳玲教
授所组织的罗振玉研讨会，非常感谢两位组织者的邀约。白谦慎及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Ｃｕｌｐ两位教授
曾于不同阶段对本文提出宝贵的建议，受益良多。另外，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让本

文更为完整。本文原为英文，承蒙牛津大学刘宇珍博士翻译成中文，在此一并申谢。

见 Ｓｈａｎａ Ｊｕｌｉａ Ｂｒｏｗｎ，“Ｐａｓｔｉｍｅ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ｒｔ Ｄｅａｌ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８７０ １９２８”（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２００３）；林志宏：
《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联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张惠仪：《遗老书法与新
出土书法材料———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发展的契机》，《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 １９期，
２００５年 ９ 月，第 １６３—２０８ 页。关于罗振玉在苏州的教育改革，见 Ｐｅｔｅｒ Ｃａｒｒｏｌｌ，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ｕｚｈｏｕ，１８９５ １９３７，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ｐｐ．１１９ １２４． 此外，Ｎｉｘｉ Ｃｕｒａ在 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２４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的年会上，组织了以清遗老文化活动为主题的专场（ｐａｎｅｌ），除笔者外，参加者尚有
白谦慎、Ｓｈａｎａ Ｂｒｏｗｎ、Ｊｏｓｈｕａ Ｆｏｇｅｌ，而罗振玉即是此专场中最常提及的人物。



为效忠前朝的保守势力，与民国初年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对立。他虽尊

尚中国古学，在保存传统的种种作为（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上，却又处处师法日本，且在

日本所扶植的伪满政权里为官。他一生中时为大大小小的经济问题所迫，

挣扎在供养其家或实践自身对学术与古物保存的使命之间。经济压力及学

术使命虽驱使他广搜文物，并出版大量的书籍，使之成为中国史上最多产的

作者与编者之一，却也让他蒙上传统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市侩之名。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罗振玉所涉及难以截然划分黑白的道德与政治议

题，已值得研究者关注。本文则欲将焦点放在罗振玉于民国建国后的十年

间（约 １９１１—１９２０），以一介避居海外的前清遗老，对学术研究及古物保存等

议题所进行的种种文化作为。借由检视罗振玉的收藏及其出版事业，本文

将探讨中国近现代史上与古物保存息息相关的重要课题———“古物”的重新

定义与重新分类。新定义与新分类不仅赋予“古物”一个崭新的思考架构与

历史意义，“古物”亦反过来赋予保存论述“实质”（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的内涵，对于

何谓“中国”形成新的认识。此一对“中国”的新认识是建立在一件件具体的

物品上，而非只是典籍中斑斑记载的文献内容。罗振玉可说在这过程中扮

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他将各色各样的历史物品都收纳在古物保存的论述

里，而新的分类、新的思考架构亦由此应运而生。时至今日，我们对这些古

物的看法，仍脱离不了罗振玉所提出的思考架构。

罗振玉对于古物保存的种种见解虽萌芽于清末，其实践却要等到民国

建国后的十年之间。在此十年间，别人视他为清朝遗老，他也自认为是清朝

遗老，遗老身份毫不模糊。和其他的清遗民一样，他的政治与文化理念总似

紧密相连。当旧时代的价值观随着清政权的崩解而渐被扬弃，一股存亡继

绝的迫切感，驱使罗振玉积极地实践其古物保存的理念，他遂在 １９１０年代清

楚表述了这些文化主张。罗振玉忠于清室、甘为遗民的政治选择，实与其保

存古物的种种文化作为密切相关，尤其可自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化活动

中窥知。在清廷倾覆前，罗振玉展现更宏观的企图心，等到民国肇建、自己

成了人人眼中保守的清遗民后，他才专心于古物保存及相关的学术研究。

本文之作，横跨当前中国研究的两个新兴领域———古物保存与清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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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近年来，好古之风（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已吸引来自人

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与艺术史等背景的学者从事跨领域的研究。中国悠长

的史学传统与尚古之风，更令此议题充满了前景。然而，除了中国自身所具

有的绵长传统之外，对中国好古之风的研究实仍处于蒙昧不明的状态，尚未

结成可连篇累牍讨论的果实。其中固然不乏开创性的研究，却仍缺少大批

学术成果的厚实积累。① 对于古物及好古之风在近现代的转化所知更少，例

如二十世纪初不同政府、民间团体与个人关于古物保存的论述与实际作为。

本文意欲填补此一空白，以罗振玉为切入点，检视其古物保存的理念如何在

他成为清遗民后的十年间，落实于物质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一、 重新评价清遗民及罗振玉

　 　 学界对罗振玉的兴趣，代表着进一步理解这批忠于清室之菁英世代的

更大企图。② 此企图促成对清遗民的重新评价，特别是清遗民在民国纷扰政

局中的立场，以及他们在传统菁英文化转型至现代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姑不论个别学者用以探索的角度是否有所异同，总体的研究成果可说更丰

富了民初政治、社会及文化所呈现的历史图像。

对清遗民的负面报道可追溯至辛亥革命成功之始，于民国初年更是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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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中国好古之风的开创性研究，见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Ｒａｗｓｏｎ，“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Ｄｉｅｔｅｒ Ｋｕｈ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ｇａ Ｓｔａｈｌ，ｅｄｓ．，Ｄｉｅ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ｄｅｓ Ａｌｔｅｒｔｕｍｓ: Ｆｏｒｍｅｎ ｕｎｄ
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ｅｎ ｄｅｓ Ａｌｔｅｒｔｕｍｓｂｅｚｕｇｓ ｉｎ ｄｅｎ Ｈｏｃｈｋｕｌｔｕｒｅｎ ｄｅｒ Ａｌｔｅｎ Ｗｅｌｔ，Ｅｄ． 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１，
ｐｐ．３９７ ４２２；Ｃｒａｉｇ Ｃｌｕｎａｓ，“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 ｉｎ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Ｄｉｅ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ｄｅｓ Ａｌｔｅｒｔｕｍｓ，ｐｐ．４８１ ４９２． 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
古铜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 １０期，２００１年，第 ３７—１６０ 页；《追三代于鼎彝之
间———宋代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第 ２３卷第 １期，２００５年，第 ２６７—
３３２页。此外，可见近期出版的相关新书。Ｗｕ Ｈｕｎｇ，ｅｄ．，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ｒｃｈａ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１０．
关于近期清遗民的研究成果，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 ４—
１４页。



见不鲜。被讥为“遗老”的这批人，是民初公众媒体批判挞伐的一大门类。

他们既然仍以皇清子民自居，其公众形象自不可免地与失势的王朝相连。

在政治上，他们被当成贪得无厌、镇日权谋、处心积虑筹划复辟的野心分子；

在文化与社会上，他们又因所效忠的君主政体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如传统的

家庭伦理等），而显得过时迂腐，甚至有害于现代化中国的未来。①

再者，当今主流的史观亦多侧重于促成中国现代化的元素，将新文化运动

（约 １９１６—１９２０年代初）描绘为主导中国现代历史轨迹，甚至是唯一的思想、

政治、社会与文化潮流。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中来自海外的新成分，以及该

运动本身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剧变，不仅早已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也决定了历

史叙述的基本调性。② 即使在讨论所谓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

义”的研究里，亦见不到清遗民的踪迹。③ 学者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时，

多半选择讨论那些积极参与各种思想及社会文化论辩的人物。即便“文化保

守主义”此一标签可包含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且各有其拥护的政治、社会及文

化观点，清遗民仍因其与当代主流的论辨看似无关，而隐身于历史舞台之后。④

若以革命史观看来，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赋予民国正当性与正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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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虽然只有少数清遗民积极参与复辟运动，然报章所载的清遗民形象仍是如此，既片面又偏

颇。例见《晨钟报》１９１６年 ９月 ２６ 日，１０ 月 １ 日，１１ 月 １１ 日、１７ 日；１９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２３
日，４月 ２４日、２７日，５月 ２日，６月 ２０日、２５日，８月 １３日、１７日，９月 ５日、２０日、２６日，１０
月 ２４日、２５日，１１月 １日；１９１８年 １月 １１日、２４日，２月 ４日、１０日、１８日，３月 ４日、９日，４
月 １５日，５月 ８日、３１日，６月 ７日。近期研究亦显示清遗民在二十世纪初期多给人负面的
观感，见张惠仪《遗老书法与新出土书法材料———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发展的契机》，第 １６３—
２０８页；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五章。
近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在看待新文化运动对历史撰述的影响时，已有了不同的见

解。见 Ｄａｖｉｄ Ｄｅｒ-ｗｅｉ Ｗａｎｇ，Ｆｉｎ-ｄｅ-ｓｉèｃｌｅ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Ｆｉｃｔｉｏｎ，１８４９ １９１１，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 １ ５２；Ｒａｎａ Ｍｉｔｔｅｒ，Ａ Ｂｉｔｔ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例如，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Ｆｕｒｔｈ，ｅｄ．，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可说是唯一的例外。他被视为学术泰斗，而其投湖自尽的悲剧性结局，
更使之成为二十世纪初年世风剧变下，仍能坚守道德与文化节操的知识分子之典范。见

Ｊｏｅｙ Ｂｏｎｎｅｒ，Ｗａｎｇ Ｋｕｏ-ｗｅｉ: 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林志
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四章。



清遗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遂显得边缘化，评价亦多属负面。在历史上，辛亥

革命都是正面且积极的历史过程———推翻帝制政权，结束封建时代。部分

清遗民其后在伪满洲国为官，更被视为背叛民国的理想，乃是国族的叛徒，

清遗民的历史形象于此更堕入无可挽救的地步。

相较于史册中受到高度评价的南宋（１１２７—１２７９）及明（１３６８—１６４４）遗

民，历史对清遗民的贬抑更显得特殊。“忠君”的道德标准原是维持王朝政

权的重要支柱，但这在清遗民身上显然并不适用。① 史家对于明、清遗民迥

然不同的历史评价，似乎也不全然只因为清朝是满族人而非汉族人所建立

的政权。更重要的是，有一股对清朝及其一切相关价值的敌意，于清末民初

之际弥漫在中国，成为集体心理。这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之内，然若以研

究明遗民的热忱，对清遗民的社会文化及思想背景作进一步的了解，必能对

民初这一段重要的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主流的历史研究不管对新文化运

动有如何多面向、多角度的理解，清遗民的历史都无法进入新文化运动的研

究议题之中。明遗民多采多姿的艺术与思想表现，已被公认建立了中国十

七世纪下半叶文艺的黄金时代，而清遗民的社会文化角色及其历史意义，仍

有待探索。

然而，本文之所以重新定位清遗民，并不在于他们是历史上常被忽

略的一群人，而是因为他们的确在中国近代传统文化生产的转变过程中扮

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此处所谓的“传统文化生产”（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指涉文人阶层的文化，特别是足以宣示文人文化特色的艺术及

古物收藏作为。大多数的清遗民都属于末代仕清的文士，原本即为政治、社

会与文化上的菁英，他们自小受传统的儒学教养与科考教育，长而投入仕

途，除了为官之外，尚饱读诗书，学养深厚。例如，清遗民中有多人在传统诗

学与中国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沈曾植（１８５０—１９２２）、陈三立（１８５２—

５

罗振玉的收藏与出版：“器物”、“器物学”在民国初年的成立

① 笔者了解南宋、明朝与清朝遗民的道德与政治诉求并非只是“忠君”如此简单，但此处主要

论点是凸显清遗民在史册中被忽略的现象，无须处理不同朝代遗民对于新旧政权的对应态

度与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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